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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相对于关联性，随后可控制性作为事后抢劫的当场的判断标准更加具有实质有效性。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是否包含先行行为，应立于事后抢劫的财产犯罪“主流性质”与事后抢劫作为抢劫罪的复合行为构造予以解答。尽管可以从其他角度来证成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但直接故意犯罪的属性和复合的行为构造更能给出有力的说明。在逻辑上，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和实行中止是没有问题的，而剩下的问题是事后抢劫不同行为阶段的中止是否可罚或如何可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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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后抢劫的当场直接说明着事后抢劫（其）成立的时空范围，并关联着事后抢劫的（其）实行行为，进而影响着事后抢劫的（其）阶段形态。这样，（，故）事后抢劫的当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和事后抢劫的阶段形态便构成了事后抢劫的三个关联问题。而对此三个关联问题的讨论，便构成了（并成为）事后抢劫理论的内容主干。
一、事后抢劫的当场

   当场不仅是事后抢劫得以成立或转化型抢劫罪得以转化的（删除）一个不可或缺的时空条件，而且直接决定着事后抢劫即转化型抢劫罪的（其）时空宽窄，从而影响着事后抢劫的（其）阶段形态的成立。因此，如何认识和把握事后抢劫的当场，便是事后抢劫理论中的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故此问题相当重要）。

    （一）事后抢劫的当场的有关见解

对于事后抢劫的当场，有观点将此处的当场限定在实施先行行为的现场。按照（删除）“先行行为现场说”，如果行为人在盗窃时被人发觉而为抗拒抓捕等实施了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方可认定构成事后抢劫；（认为：）如果行为人离开犯罪现场即盗窃现场（删除）后被发现而实施了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删除），则不能认定构成事后抢劫[1]。此观对（说）对“当场”的时空范围限制得过窄，不仅违反罪刑相适应原则，且有鼓励、宽纵犯罪之嫌[2]。另有观点将“当场”理解为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有关的时空范围（而“后行为相关地点说”认为）：在时间上，或是先行为实施当时或者刚实施完不久，或是数天或数月后之后；在空间上，或是先行行为的实施地点，或是刚一离开犯罪地的途中，或是行为人的住所地等[1]P116。这种观点称之为“后行为相关地点说”。“后行为相关地点说”被（此说）对“当场”的界定过于宽泛，同时先行行为与数天甚至数月后的暴力或者暴力威胁行为是相互完全独立而不存在转化问题[2]P11。当前述两种观点要么不及，要么过之，则有第三种观点，即此处的当场既包括先行行为的现场，也包括一离开先行行为的现场而被发现且即行发生追捕的场所（“先行为现场与即行抓捕或追捕现场说”）。（，）如张明楷教授认为，（删除）“当场”包括被人抓捕的整个过程与现场[3]；又如台湾学者林山田认为，（或）仍在他人跟踪中，亦即尚未脱离追捕者的视线以前，仍旧认为“当场”（删除） [4]。这种观点可称之为“先行为现场与即行抓捕或追捕现场说”。“先行为现场与即行抓捕或追捕现场说”（此说）为大多数人所赞同，其与日本学者所提出的“机会延长理论”有相互应和之妙[5]，故此种观点（且）被认为符合立法原意和事后抢劫的犯罪构成[2]P12。
在本文看来，前述第一种观点，对当场的限制确实过于狭窄而几乎使得事后抢劫根本就没有成立的余地，即其对当场的理解与“事后”二字显得极其信息不对称，属于“不及”；而第二种观点对当场的理解又显得“信马由缰”，又陷入了“过之”。第三种观点之所以得到大多数人的赞同，是因为其在克服了第一种观点的过于“局促”的同时，对于事后抢劫的“事后”的时空把握注意到了关联性问题，正如日本刑法学家前田雅英指出，事后抢劫解释中最大的问题，就是暴行、胁迫行为与盗窃行为的关联性问题[6]。本文首先肯定关联性提出的意义所在，但仅仅抓住关联性来把握事后抢劫的当场就足够了吗？或曰仅仅抓住关联性来把握事后抢劫的当场就没有疏漏了吗？（问题仍应予以深化）
     （二）事后抢劫的当场的本文深化

赞同第三种观点的人举例论证如下：甲因盗窃摩托车，被乙追逃至一住宅小区内。几分钟后，警察赶到并会同小区保安进行搜查，但未果。在撤回警力约3小时后，小区保安发现了想要外出的甲，而甲为了逃避抓捕便用水果刀将保安刺成重伤且逃匿。对于该案，有人认为，甲的行为成立事后抢劫；有人认为，甲的行为应以盗窃罪和故意伤害罪数罪并罚。按照“先行行为现场说”，则本案不具备“当场”的条件，从而甲不构成事后抢劫；按照“后行为相关地点说”，则本案具备“当场”的条件，从而甲构成事后抢劫。但是，第二种观点可推导出如下结论：对于盗窃后逃逸，如果被人抓捕或者报案，则该行为人便一直处于“当场”的时空延续中，这明显扩大了“当场”的认定。若按照第三种观点即“先行为现场与即行抓捕或追捕现场说”，“当场”包括一离开现场就被人及时发现而立即追捕过程的现场。但就前例而言，行为人甲并未处于被立即追捕的“过程”中，因为追捕应该是积极的追捕而不应包括立案后等待线索等情形。如果追捕行为已经暂时停止就不能认定具有当场性。而在前例中，当警察撤回警力时，便意味着对行为人的追捕已经停止，故行为人后来的暴力行为便不符合事后抢劫的关于当场的规定了，故行为人甲的行为最终并不成立事后抢劫罪。因此，在判定“当场”时，应该综合考虑暴力、暴力威胁与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之间在时间和场所上的连续性、事实上的关联性等多种因素。具言之，判断是否属于事后抢劫的“当场”应该考虑：一是时间的连续性，即必须是盗窃等先行行为着手或者既遂后的很短时间内；二是场所的连接性，即必须是在盗窃、诈骗、抢夺的现场或者与之密切联系的场所；三是追赶事态的继续性，即要求行为人处于被追赶的状态中；四是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行为与盗窃、诈骗、抢夺事实的关联性[2]P12―13。对于否定前例中行为人甲能够成立事后抢劫，本文总觉得有所不妥，因为在赶到小区后，警察会同小区保安进行搜查，意味着小区保安已经构成了事后追捕的一股力量，而在暂时搜查未果之后，警察对小区保安的嘱咐又意味着小区保安作为一股追捕力量仍未撤除，这一点已经被后来发生的小区保安发现并询问甲这一情节所事实地予以证明。易言之，在前例的场合，警察的撤回并不等于事后追捕行为的全然停止。至于警察会同小区保安搜查2小时而未果撤回之后，小区保安又用了约3小时的时间，即前后经历了约5个小时的时间，也并不使得事后抢劫的当场在时间条件上超过了要求，这是由暂时作为行为人甲藏身之处的小区正在受到保安力量同时也是警察力量掌控的空间属性所说明或决定的。之所以说小区受到保安力量的掌控同时也是小区受到警察力量的掌控，是因为在警察撤回之前，小区保安是其配合力量；而在警察撤回之后，小区保安又构成其委托力量或“授权力量”。于是，我们似乎应该这样来看问题：在把握事后抢劫的当场性的时候，时间和空间两个因素要能够相互说明和相互制约。有一个战争策略术语即“以时间换取空间”，而在前例中，我们可以说事后抢劫的成立所依赖的是“以空间换取了时间”。如果仔细对照一下，我们可发现，被否定成立事后抢劫的前例全部符合论者所概括的事后抢劫的相关要素，即时间的连续性、场所的连接性、追赶事态的继续性和暴力行为或暴力威胁行为与先行行为事实的关联性。本文在这里要顺便强调的是，当我们强调事后抢劫的当场的关联性时，这一强调本身是没有问题的，但所谓关联性并非与时间的连续性、场所的连接性、追赶事态的继续性相并列，因为所谓关联性本应视为一个总标准，时间的连续性、场所的连接性、追赶事态的继续性只是这一标准的外在体现，而我们常说的“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则是这一标准的内在说明。但论者为何在前例中得出了一个近乎自相矛盾的结论？这里所说的自相矛盾，指的是按照论者所坚持的标准，其本应肯定前例能够成立事后抢劫，但其却否定事后抢劫的成立。难道是其所依据或赞同的关于事后抢劫的当场性问题的第三种观点本身出了问题？在本文看来，第三种观点即“先行为现场与即行抓捕或追捕现场说”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这一观点可以说是浓缩了所谓时间的连续性、场所的连接性、追赶事态的继续性，进而无声地昭告着事后抢劫的当场的关联性。那么，为何立于“先行为现场与即行抓捕或追捕现场说”，仍会对个案是否成立事后抢劫而发生误判呢？于是，本文不得不指出的是，“先行为现场与即行抓捕或追捕现场说”也存在着不应有的局限，而其局限性正体现在前例中后来的约三小时时间内并未发生积极抓捕或追捕的表面化事实而被认为追捕已经结束，但行为人已经并且正在受到掌控的人身状态是实际存在着。正由于忽视了控制状态，才造成了小区保安在出口处询问行为人被论者视为是所谓“其他偶然原因”并进而否定事后抢劫的成立。行文至此，本文便提出如何把握事后抢劫当场性的不同以往的见解：所谓事后抢劫的当场，是指紧随先行行为包括盗窃、诈骗、抢夺行为之后的对行为人的可控制现场。对于事后抢劫的当场性的判断和把握而言，作为一种标准，随后可控制性较关联性更加具有实质性，从而更加具有判决结论的适当性。这里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采用随后可控制性这一更加实质的标准来把握事后抢劫的当场性问题，则“机会延长”也就延长的合情合理，则“其他密切联系的场所”也就联系得合乎事物的真相，则警察以外的其他“正能量人员”的出现也就自然被视为一种控制力量，而这些便不再属于所谓“其他偶然原因”。实际上，在事后抢劫的场合，行为人实施暴力或暴力胁迫，正是为了消除或摆脱其人身受控制状态，而这正好对称地说明了事后抢劫的当场的根本性征。

有学者指出，事后抢劫的当场，是指盗窃等先行行为与后行行为之间的一种时空联系，而此时空联系通常是由两种行为的场所、时间距离的远近所决定的[7]。按照这种论断，在时空上距离近的就具有当场性，从而成立事后抢劫；在时空上距离远的，就不具有当场性，从而不成立事后抢劫。可是，距离远近本身就是一个没有标准的模糊问题，故此论断虽不能说是一个错误命题，但绝非提供了一个判断事后抢劫的当场性的有效标准。关联性可勉强视为判断事后抢劫的当场性的一个标准，但此标准不具有彻底性和实质性，从而不具有根本有效性。正如我们已经认识的那样，事后抢劫的当场不应被视为一个表达时空静止或时空固定的概念，即事后抢劫的当场应被视为具有运动性和延展性的概念。但是，事后抢劫的当场的运动性和延展性又并非“一行白鹭上青天”的那种无边无际，即事后抢劫的当场的运动性和延展性又应具有受限制性。那么，事后抢劫的当场的运动性和延展性应该受到收到怎样的限制呢，或曰受到什么限制呢？那就是包含并超越了关联性的随后可控制性（，但其运动性和延展性又应受到限制，且此限制便是包含并超越了关联性的随后可控制性）。    

二、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

    （一）事后抢劫实行行为的理论分歧

按照日本刑法理论，若将事后抢劫视为身份犯，则盗窃行为本身是事后抢劫得以成立的前提条件，即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便只能是盗窃行为之后的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相反，若不将事后抢劫视为身份犯，则盗窃行为便理当属于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8]。日本的判例和通说将事后抢劫视为身份犯，从而将基于特定目的的暴力、胁迫行为视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如学者指出，事后抢劫罪是以盗窃犯为主体的身份犯[9]。但有学者否定事后抢劫是身份犯而将盗窃行为视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因为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都是财产犯和贪利犯，故应将是否取得财物作为既未遂的标准[5]P55。
     对于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国内有人提出，不能通过是否身份犯来推断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理由包括：其一，实行行为是对构成要件预定的法益侵害具有现实危险性的行为。在事后抢劫的场合，当行为人实施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时，其前行为的法益侵害因成为过去而失去了独立评价的意义，故事后抢劫的法益侵害的实行行为必须从后行为的实施算起，即其实行行为必须是后行为即暴力、胁迫行为；其二，若将前行为视为实行行为，则意志以外的原因便导致只能将前行为作为犯罪未遂处理，而一旦前行为成立犯罪未遂，则事后抢劫便难以成立；其三，人身法益侵害是抢劫罪与其他财产犯罪的一个重要区别。行为人实施盗窃等前行为后，其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显然不是出于取财目的，故事后抢劫不属于纯粹的财产犯罪；其四，“构成行为”是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其范围相当广泛，故事后抢劫的前行为即先行行为可认定为事后抢劫的“构成行为”[2]P16―17。
    （二）事后抢劫实行行为理论分歧的本文澄清

在本文看来，日本学者将事后抢劫视为一种身份犯，显然是很牵强的。正如我们所知，身份犯中的“身份”有定罪身份即构成身份和量刑身份即加减身份的区分，即身份犯包含着定罪意义上的身份犯和量刑意义上的身份犯。由于事后抢劫是财产犯罪的一种轻罪向财产犯罪的另一种重罪的“升级”即“转化”，而“升级”即“转化”的必要条件是特定场合中出于特定目的的后续行为的实施，故事后抢劫实难视为定罪意义上的身份犯；事后抢劫又称转化性抢劫，是抢劫罪的一种转化或拟制形态，或抢劫罪现实表现的一种“非典型”，而立法并没有对之作出一种关于如何量刑即从重或加重量刑的规定，故其显然也不是量刑意义上的身份犯。正因为事后抢劫虽然本为抢劫罪现实表现的一种“非典型”，但却内具通过“转化”或“拟制”而体现出来的抢劫罪的价值实质，即事后抢劫这种抢劫罪的现实类型具有“形散而神不散”的个性特征，故事后抢劫成立抢劫罪是事物的“本然”所决定，而无需将前行为或先行行为即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所对应的行为人虚构成一种身份并将之作为事后抢劫的一个必要因素或前提条件。试想，当前行为或先行行为尚未构成犯罪时，则其所对应的行为人便是一般违法行为人；当前行为或先行行为已经构成犯罪时，则其所对应的行为人便是犯罪行为人。又正如我们所知，当我们在刑法学中讨论前行为或先行行为时，如果我们将之与身份犯相联系，则我们便是已经置身于“不作为犯罪”的语境或论域中。而作为抢劫犯罪的“非典型”形态的事后抢劫，却也是一种“负能量”很大的“作为犯”。因此，国内有人提出实行行为和身份犯不是同一个问题，即不能通过是否身份犯来推断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这一见解本身是恰当的。但遗憾的是，持这一见解的人对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问题最终并未走向一个恰当的结论。首先是其第四点理由。其言“构成行为”即构成要件行为，而构成要件行为即作为犯罪构成四要件之一的“犯罪客观方面”的行为就是实行行为，这是刑法理论界的通识。看来，其将问题同指的实行行为与“构成行为”人为割裂，进而为事后抢劫的前行为即先行行为安排一个“临时住所”，其刑法理论逻辑是存在明显问题的。因此，其第四点理由难以立足。再就是其第三点理由。其在肯定普通抢劫与事后抢劫的犯罪客体即法益侵害是相同的同时，又强调事后抢劫不属于纯粹的财产犯罪而有别于普通抢劫，这便显然形成了一种自相矛盾。我们是在与盗窃罪、诈骗罪等作一比较后，才将包括普通抢劫和事后抢劫在内的抢劫罪视为一种非纯粹的财产犯罪，而抢劫罪内部的典型形态与非典型形态之间是不存在所谓纯粹的财产犯罪和非纯粹的财产犯罪的区分的，这已经被“普通抢劫与事后抢劫的犯罪客体即法益侵害相同”的见解所证明。这里要指出的是，强调事后抢劫的目的有别于普通抢劫，表面上看没有问题，而实质上仍然是有问题的，因为在事后抢劫的场合，所谓“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并非“最终目的”所在，其“最终目的”仍在于前行为或先行行为的本来的侵财目的，这就是为何抢劫罪被规定为财产犯罪，而事后抢劫又必须在财产犯罪中“随大流”的原因所在。可见，其第三点理由是经不住推敲的。但是，其第一、二两点理由却较具“迷惑性”。那么，如何看待其所谓当行为人出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而实施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时，其前行为的法益侵害因已结束而失去了独立评价的意义，故事后抢劫的法益侵害的实行行为必须是后行为即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呢？在本文看来，如果说普通抢劫与事后抢劫有所不同，则其不同之处在于：前者是通过暴力、暴力胁迫或其他方法这样的“手段行为”先现实地侵犯人身法益，而后通过劫取财物这样的“目的行为”再现实地对财产法益造成紧迫的危险，甚至将此危险变成“实害”，即实际劫得财物；后者则是先对财产法益予以现实的侵害即已经劫得财物或对财产法益已经造成了紧迫的危险，后再通过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而现实地侵犯人身法益。显然，普通抢劫和事后抢劫只是侵害法益的先后顺序不同，从而其行为构造有异，但普通抢劫和事后抢劫所具有的都是复行为犯的行为构造，而对于复行为犯来说，前行为即先行行为与后行为即后续行为，或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都是其实行行为。那就是说，在事后抢劫的场合，作为前行为即先行行为的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便是事后抢劫这种行为类型所对应的抢劫罪即事后型抢劫罪的实行行为。实际上，所谓前行为的法益侵害因成为过去而失去了独立评价的意义，这一说法正说明了在事后抢劫的场合，前行为已经成为了具有复合构造的实行行为的“先头部队”，而所谓“失去了独立评价的意义”不是一种否定而是一种肯定。肯定什么？肯定作为前行为即先行行为的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的已然在先的“实行性”。可见，其第一点理由最终也是难以立足的。至于其所谓一旦前行为成立犯罪未遂，则事后抢劫便相应地难以成立，又如何予以辨析呢？对于抢劫罪而言，无论是普通型抢劫罪还是事后型或转化型抢劫罪，其复合的犯罪客体构造或法益侵害构造已经说明着先后的犯罪客体或法益侵害有着不同的“质”，只因如此，先后的犯罪客体或法益侵害的存在状态才互不影响。具言之，在普通抢劫罪的场合，后一犯罪客体或法益侵害的存在状态并不影响前一客体或法益侵害的存在状态，表现为即使行为人未实际劫得财物也不影响行为人实际侵害了被害人的人身法益；而在事后抢劫罪的场合，前一犯罪客体或法益侵害的存在状态并不影响后一客体或法益侵害的存在状态，同样表现为即使行为人未实际劫得财物也不影响行为人的后行为实际侵害被害人的人身法益。可见，其第二点理由远远偏离了复行为犯的内在构造包括犯罪客体或法益侵害的复合构造以及作为外在体现的实行行为的复合构造，故其最终依然经不住推敲。实际上，其第一、二两点理由似乎有点将结果加重犯的思维误用到事后抢劫问题上的嫌疑，而事后抢劫是转化犯的问题，且其“转化性”是形成于行为的“复合性”之中。
在对国内外关于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的见解的辨析之中，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的问题似乎已经可以给出较为恰当的答案：作为前行为即先行行为的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是事后抢劫得以成立即转化而成的不可或缺的“事前基础”或“先行的实行行为”，其着手便是作为整体的事后抢劫的着手。舍此，则所谓事后抢劫将成“空中楼阁”。至于学者指出，普通抢劫与事后抢劫，均以行为人开始实施暴力、胁迫等行为为着手[3]P860，这显然是把盗窃、诈骗、抢夺行为排斥在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之外。但是在事后抢劫是否属于身份犯的问题上，学者又指出，如果立于暴力行为的主体必须是已经实施盗窃行为者，则事后抢劫是身份犯，但是（由于）任何人都可以实施盗窃、诈骗、抢夺罪。可见，（，故）若视事后抢劫为身份犯，则绑架杀人也属于身份犯。另外，事后抢劫依然属于财产犯罪。若将犯盗窃罪等作为主体身份要素，则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就只剩下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但只有将前行为视为事后抢劫行为的一部分，才能解释事后抢劫的财产犯罪性质。（删除）再者，若认为事后抢劫属于身份犯，则盗窃等行为便只能是表明身份的要素而非事后抢劫行为的一部分，但身份的有无并不影响犯罪的既未遂。于是，当行为人犯盗窃等罪未遂时，后行为即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也成立事后抢劫罪的既遂。这显然与事后抢劫既未遂的区分标准相冲突[3]P855―856。学者显然又是在肯定盗窃等先行行为是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而且是决定事后抢劫的财产犯罪“主流性质”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因此，只要不自相矛盾，就不得不在逻辑上承认事后抢劫的着手便是盗窃等先行行为的着手。显然，将先行行为的着手视为事后抢劫的着手，与说先行行为是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的一部分，完全是一回事。
实际上，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到底包括怎样的内容，我们可从抢劫罪的行为构造上将其明辨。在本文看来，虽然说事后抢劫是所谓转化犯，但正如普通抢劫，事后抢劫也是复行为犯。同样作为复行为犯，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的区别在于：普通抢劫所具有的是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在先而取财行为在后的复合行为构造，而事后抢劫所具有的则是取财行为在先而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在后的复合行为构造。只不过事后抢劫的取财行为表现为盗窃、诈骗或者抢夺行为而已。如此，则盗窃等先行行为难道不是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删除）
三、事后抢劫的阶段形态

   　这里所讨论的事后抢劫的阶段形态所涉及的是事后抢劫的未遂与中止等问题。
（一）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

事后抢劫也是一种直接故意犯罪，那么，按照刑法理论的常理，事后抢劫理应存在未遂形态。但对事后抢劫是否存在未遂形态的问题，刑法理论界却存在着分歧。在事后抢劫能否成立犯罪未遂问题上，有人认为，事后抢劫的既遂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一是前提条件，即行为人先实施了盗窃、诈骗或抢夺行为；二是客观条件，即行为人当场使用了暴力或暴力威胁；三是主观条件，即行为人出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事后抢劫属于行为犯，故当行为人当场实施了暴力或暴力威胁，其转化行为便告完成，即事后抢劫便告既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既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他人人身伤害后果的，是抢劫未遂”的规定并不适用于事后抢劫；而与普通抢劫的量刑均衡不等于强行认定事后抢劫存在犯罪未遂[10]。这是事后抢劫犯罪未遂否定论的代表性见解。但在肯定事后抢劫能够逻辑地成立未遂形态的同时，有人又提出，在事后抢劫的场合，即使成立犯罪未遂，也只是盗窃罪、诈骗罪或者抢夺罪的犯罪未遂。由于事后抢劫的“未得逞”是指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的未得逞，故事后抢劫中的行为人的“意志”和“未得逞”应有别于普通抢劫罪中行为人的“意志”和“未得逞”[11]。这是在事后抢劫能否成立犯罪未遂问题上的一种摇摆性看法，且基本上倒向了事后抢劫未遂否定论。
针对事后抢劫未遂否定论，有人作出了较为全面的肯定性论证：其一，事后抢劫是对抢劫罪的法律拟制，其应产生相同的法律效果，故当普通抢劫存在未遂形态，则事后抢劫也应存在未遂形态；其二，由于抢劫罪是以取得财物或者造成他人轻伤以上后果为既遂，故不能认为事后抢劫是行为犯，从而以行为犯为由来否定事后抢劫存在未遂形态并无根据；其三，从立法目的和罪刑相适应原则也可以得出事后抢劫存在未遂形态的结论：刑法第269条所规定的事后抢劫与第263条所规定的普通抢劫都在于保护公私财产所有权和公民的人身权利，立法目的的一致性决定了司法认定的一致性。而在同样是未劫取财物又未造成人身伤亡的情形下，若事后抢劫以抢劫罪既遂论处而普通抢劫却以抢劫罪未遂论处，则显然罪刑不相适应[2]P3―5。
在本文看来，否定论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抢劫、抢夺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0条并不适用于事后抢劫来否定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自然是没有根据的。在这一点上，肯定论以刑法第269条与第263条有着相同的立法目的，且立法目的的一致性决定司法认定的一致性予以反驳，可谓“一针见血”。本文赞成肯定论的结论，且对其立于法律拟制和罪刑相适应原则来证成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也表示认同。但是，本文所引证的肯定论也存在着“不得要领”之处：否定论强调事后抢劫行为人的“意志”与“未得逞”与普通抢劫的区别，产生了用表象差异来掩盖实质相同的“误导效果”，因为在事后抢劫的场合，所谓“为了”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者毁灭罪证最终是先前的盗窃、诈骗或者抢夺罪行及其目的之实现或延伸。
学者指出，事后抢劫属于取得罪，故当行为人没有取得财物，则难以认定犯罪既遂[3]P861。这是从事后抢劫的犯罪“主流性质”来看待问题，其问题视角当然没错。但正如前文已经指出，正如普通抢劫，事后抢劫也是复行为犯即复合犯，即其具有着所谓的复合构造，而其复合构造又有着犯罪客体即法益侵害复合、行为故意复合与作为外在体现的手段行为与目的行为复合这三个层面的体现。但是，事后抢劫作为复行为犯的复合性是不同质的法益侵害即人身法益侵害与财产法益侵害的复合性，是不同质的行为故意即手段故意与目的故意的复合性，故其并不要求参与复合的因素各自都达到一种“圆满”状态。这就意味着，在事后抢劫的场合，包含着盗窃、诈骗、抢夺行为的先行行为即直接侵财行为可以是“未满”状态，即可以是未遂形态，而此未遂形态只要一与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相结合，便“转化”出事后抢劫，且此事后抢劫也不可避免地呈现出未遂的“斑痕”。这就好像是我们来描述一个人：一个人是残疾人，且其体重未超标，我们说他是体重达标的残疾人；但当这个人严重肥胖而体重超标，我们便说他是体重超标的残疾人。显然，我们始终要承认（这里，）这个人是“残疾人”这一（是）不可更改的事实。那么，行文（删除）至此，本文对于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问题的立场已经亮明态度，即事后抢劫能够成立未遂形态。但这里还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事后抢劫作为复行为犯即复合犯的复合性，不同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类的结果加重犯的加重性，因为后者如果没有伤害结果的充分的量的积累，便不可能发生“量变引起质变”而形成死亡结果即（删除）加重结果。因此，事后抢劫是否能够成立犯罪未遂形态，其作为复行为犯即复合犯的构造性的特殊性，将从事物的“内里”给出深刻而有力的说明，而其他角度的讨论也有助于证成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但（删除）多少仍给人一种“隔靴捎痒”之感。
实际上，当我们对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问题给予了恰当解答，同时就是对事后抢劫的既遂形态问题给予了恰当解答。而之所以作前述强调，是因为或许我们对事后抢劫的既未遂问题还会形成这样的认识偏差：当行为人已经不法取得的财物被夺回，则事后抢劫便构成抢劫罪未遂；当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未果，则事后抢劫便同样构成抢劫罪未遂。对于行为人已经不法取得的财物被夺回的情形，即出现了“窝藏赃物”未果的情形，仍只能视为事后抢劫既遂，因为行为人已经实现了对财物的不法占有，且将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予以实施，而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是否已经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并不回过头影响事后抢劫的整体性既遂；对于“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未果的情形，如果盗窃等先行行为已经既遂，则仍应认定事后抢劫成立既遂，而如果盗窃等先行行为形成未遂，则应认定事后抢劫成立未遂，但此未遂并非取决于“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未果，或曰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是否已经足以压制被害人的反抗同样并不回过头影响事后抢劫的既未遂问题。于是，这里要提请注意的是，如果不问先行行为是否成立既遂而只以“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是“果”还是“未果”来把握事后抢劫作为行为整体的既未遂，则等于变相地改变了事后抢劫的财产犯罪的“主流性质”，而似有将事后抢劫视同妨害公务罪或妨害司法罪等无声的嫌疑。
（二）事后抢劫的中止形态

当能够肯定事后抢劫的未遂形态，则其中止形态便能够合乎逻辑地得到肯定，因为既然有所谓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迫使事后抢劫在其着手实施过程中停顿下来，则也可有所谓行为人“意志以内的原因”而使事后抢劫在其整个犯罪过程中“自愿”停顿下来。那么，事后抢劫还有怎样的具体问题悬而未决或需要予以澄清呢？
对于事后抢劫，或有人认为事后抢劫并不存在预备阶段的中止，或有人认为事后抢劫虽然存在预备阶段的中止，但不可罚性，故事后抢劫的中止形态问题[2]P20。在日本，判例肯定事后抢劫的预备的可罚性，但同样有人否定其可罚性[12]。于是，这里便形成了两个更加具体的问题：一是事后抢劫是否可能成立所谓预备阶段的犯罪中止；二是在肯定能够成立的前提下，事后抢劫的预备阶段的中止即预备中止是否具有可罚性。

对于事后抢劫是否能够成立预备阶段的中止问题，有人指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是出于窝藏赃物、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的暴力或暴力威胁行为，而在实行行为着手实施之前行为人都有可能为实行行为而做准备，这意味着行为人为可能发生的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而所做的预备行为并非一定要发生在实施先行行为之前，也可能发生在实施的过程之中或之后，故事后抢劫的预备阶段中止是有可能存在的[2]P20。这里，我们首先要弄清楚何谓事后抢劫的预备阶段的中止即预备中止，而这一问题又奠基于何谓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在本文看来，行为人为可能实施的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而所做的预备行为并非一定要发生在实施先行行为之前，意味着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即准备行为“可以”或“可能”发生在实施先行行为之前。于是，我们所面临的问题便是：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是先行行为之前的提前准备行为，还是先行行为过程中乃至先行行为与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之间的临时准备行为，还是三者兼而有之？这里又牵扯出盗窃、诈骗或抢夺着这三种先行行为是否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如果将先行行为排斥在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之外，则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不仅包括先行行为过程中的准备行为和先行行为与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之间的准备行为，而且包括先行行为之前的准备行为，而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便可包括三个行为阶段的犯罪中止；如果将先行行为视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的有机构成部分，则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便只能是先行行为之前的预备行为即准备行为，而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便只能是指这一阶段的犯罪中止。由于本文将盗窃、诈骗或抢夺这三类先行行为视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的有机构成部分，故本文所主张的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便是指先行行为之前的预备中止。那也就是说，尽管我们可以采用行为人在先行行为过程中或先行行为与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之间“准备”实施暴力，或为实施暴力而作“准备”这一说法，但此处的“准备”已经融化在实行行为之中而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犯罪预备行为了。那么，由于中间隔着先行行为而距离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遥远，即距离对被害人人身法益侵害遥远，我们可认为事后抢劫在先行行为之前的预备行为本身的可罚性已经很低，甚至低到可以忽略不计，故本文所主张的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由于预备行为本身对法益影响远未达到“紧迫危险”的程度，又因为行为中止所说明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大大降低乃至完全消解，从而更不具有可罚性。因此，国内外学者所主张的不可罚的事后抢劫预备中止理应是被限定在先行行为前的事后抢劫预备中止上。
显然，在先行行为实行过程中和在先行行为与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之间也是能够形成事后抢劫中止的，且此中止可被称为事后抢劫实行中止，因为正如前文指出，尽管我们可以采用行为人在先行行为过程中或先行行为与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之间“准备”实施暴力，或为实施暴力而作“准备”这一说法，但此处的“准备”已经融化在实行行为之中而不再是原本意义上的犯罪预备行为。那么，对于事后抢劫实行中止，其可罚性问题又当如何把握呢？有人指出，普通抢劫罪的预备行为之所以具有可罚性，是因为其预备目的在于占有财物，而事后抢劫即使是为了窝藏赃物，行为人准备凶器与普通抢劫罪为了强行占有财物而准备凶器相比，两者法益侵害的因果力相去甚远，故不具有同等的可罚性，故当认为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不具有可罚性 [2]P20―21。显然，论者所说的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是将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仅仅限定在事后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基础上所理解的那种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亦即将开始实施先行行为到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之前这一阶段作为事后抢劫的预备阶段的那种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于是，论者将自己所提出的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通过事后抢劫与普通抢劫的预备行为的危害性比较而最终得出不可罚的结论。本文在明了论者所提出的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和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的问题所指之后，并不纠缠于其所建构的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和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的概念妥当性，而是同样直接对比普通抢劫的预备行为与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的危害性来考察问题。然而，本文考察的结论恰恰相反：“巩固”或“确保”赃物的目的比“取得”赃物的目的更加坚定或执着，所谓“打江山易而守江山难”；而抗拒抓捕或毁灭罪证的目的在比“巩固”或“确保”赃物的目的更加坚定或执着的同时，因为牢狱之惧在心理效果上远远大于财利之诱，又令“取得”赃物的目的在坚定或执着的程度上更加“望尘莫及”。那么，出于“巩固”或“确保”赃物的目的或者抗拒抓捕的目的或者毁灭罪证的目的的暴力预备行为，所体现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要深于和重于普通抢劫的场合，即深于和重于普通抢劫的预备行为所体现出来的行为人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同时，在抢劫犯罪的法益侵害包含财产法益侵害，也包括人身法益侵害的清醒认识之下，在先行行为过程中和暴力或暴力胁迫之前的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对于法益侵害特别是对人身法益侵害，有着更加现实的和强度更大的所谓“因果力”。那么，在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种说法，即与出于抢劫准备工具相比，出于事后抢劫准备工具只是具有使用暴力的可能性，即其对被害人人身安全的危险性显得较为抽象，故若处罚事后抢劫的预备，就变相处罚了盗窃预备（在盗窃着手之前被发现），或者对盗窃未遂或既遂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在着手盗窃后被发现）[6]P130。实际上，在对被害人人身安全即人身法益的危险性上，正如前文所析，论者恰恰是将问题看反了。至于所谓处罚事后抢劫的预备就变相处罚了盗窃预备或者对盗窃未遂或既遂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恰恰说明了应将包括盗窃在内的先行行为视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因为当我们将包括盗窃在内的先行行为视为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便不会发生所谓变相处罚盗窃预备或者对盗窃未遂或既遂行为进行了重复评价的逻辑问题。于是，从主客观两个方面综合衡量或全面考察，若普通抢劫的预备行为具有可罚性，则先行行为过程中和暴力或暴力胁迫之前的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便更具有可罚性，所谓“举轻以明重”也！这里，本文始终在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之前加上“先行行为过程中和暴力或暴力胁迫之前的”这一定语，是因为本文所主张的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及预备中止仅限于在先行行为前来讨论和考察问题，而“先行行为过程中和暴力或暴力胁迫之前的”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及其中止实乃事后抢劫的实行行为及实行中止。论者所言的事后抢劫的预备行为体现出行为人虽是临时，但却是“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上”的那种更加“令人恐怖”的主观恶性和人身危险性。那么，在两种不同类型的抢劫犯罪即普通抢劫和事后抢劫的所谓预备行为的危害性与可罚性进行一番客观考察和比较的基础上，则所谓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的可罚性问题想必已经有了较为明确，也较为合理的结论。而本文在这里要再次强调的是，与先行行为前的预备中止相对应的事后抢劫的中止，只能是且实质是事后抢劫的实行中止。当普通抢劫的预备中止具有可罚性，则事后抢劫的实行中止便更加具有可罚性；又当真正意义的事后抢劫的预备中止因距离法益侵害特别是人身法益侵害遥远而不具有可罚性，则事后抢劫的实行中止因法益侵害特别是人身法益侵害的不再遥远而不在可罚性问题上“同样沾光”。
当然，事后抢劫的实行中止还“有条件”地包含着行为人着手实施暴力或暴力胁迫过程中的行为中止，即只有当先行行为未达既遂状态，事后暴力或暴力胁迫过程中的行为中止才能使得整个事后抢劫成立抢劫罪实行中止，因为一旦先行行为达致既遂，则暴力或暴力胁迫行为的随后附加便只能使得整个事后抢劫成立抢劫罪既遂，即不要求随后的暴力行为或暴力胁迫行为达到足以压制被害人反抗的程度，这不仅是由事后抢劫的“主流性质”是财产犯罪所决定的，而且也充分符合预防事后抢劫，即预防一般的财产犯罪向伴随着人身侵害的更加严重的财产犯罪转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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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three correlated problems of Post—event Robbery
 Ma Rong–chun  Zhang Hong―mei

(1．School of law Yangzhou University Jiangsu Yangzhou  225127；2．The People’s Procuratorate of Donghai country Jiangsu Province  Jiangsu Donghai  223000)

       Abstract: Being relative to relevance, subsequent controllability is efficient essentially as the criterion for judgment of extemporizing of post—event robbery. That the implementation comprises the advanced behavior or not should be answered from the mainstream properties of property crime and complex behavior structure of robbery. Although the attempted form of post—event robbery can be proved from the other angles, it can be given much more forceful explanation from the quality of crime of direct intention and complex behavior structure. suspension of preparation  and suspension of implementation have no problems logically, while the issues left are that the suspensions of the different stages of post—event robbery are worth punishment or not and how the suspensions  are punished.

      Key words: post—event robbery；advanced behavior； extemporizing；violent behavior；violent coerc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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